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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与脆弱性的纠缠
———生命伦理学的视角

王福玲

[摘要]
 

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动力源自对弱者或脆弱性的关注。主流生命伦理学主张在自主性的

框架下理解脆弱性,将其解释为自主性的缺失或减少,强调对特殊脆弱群体的保护。批评者们质疑

这一传统模式的合理性,指出生命伦理学以自主性为参照来阐释脆弱性,不仅忽视了人类普遍存在

的脆弱性,而且也容易淡化社会责任。事实上,在人类真实的生活图景中,自主性与脆弱性总是相

互纠缠在一起,在正确理解自主性的基础上,生命伦理学依然可以在自主性的语境下诠释脆弱性。
生命伦理学需要一种整全的脆弱性理论,在接纳广义上的、人类普遍存在的脆弱性的同时,关注对

特殊脆弱人群的保护。
[关键词]自主性;脆弱性;生命伦理学

近年来,脆弱性 (vulnerability)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尊重

脆弱性逐渐被确立为一条伦理原则。《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正式将尊重脆弱性视为

一条伦理原则的国际文件。该宣言第8条 “尊重人的脆弱性和人格”规定:“在应用和推进科学知

识、医疗实践及相关技术时应考虑到人的脆弱性。对具有特殊脆弱性的个人和群体应当加以保护,
对他们的完整性应当给予尊重。”① 该宣言将脆弱性确立为一条原则,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一定

的必然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齐聚巴黎,审查 《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草案。
脆弱性原则并没有出现在最初为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准备讨论的草案中,而是在对草案进行审查的

过程中,该原则才被介绍进来。脆弱性以这种方式出场并最终被确立为一条原则,这个过程并不寻

常且耐人寻味。因为,首先,代表们的基本任务并非创造一条新的生命伦理学原则,而仅仅是审查

提案。其次,代表们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并最终确立一条原则并非易事。② 在这种背景下,脆弱性

顺利地被确立为一条原则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讨论脆弱性原则之前,大多数代表关心的是在临床和

医学研究中保护那些无法真正给出同意的弱者。代表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知情同意原则,并且

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保护弱者。正是在这一共识之下,尊重脆弱性才很快被确立为一条原则。尽

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承认脆弱性在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关于脆弱性的解释依然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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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争议。从生命伦理学的主流文献来看,人们关于脆弱性的理解是在自主性的语境下展开的,强调

脆弱性是某些个体或群体具有的特征。随着脆弱性理论的发展,有学者开始质疑在自主性框架下理

解脆弱性的主流思想,主张生命伦理学应该摆脱以自主性为参照理解脆弱性的模式,同时接纳广义

的、普遍的脆弱性观念。

一、自主性框架下的脆弱性

从字面意思来看,脆弱性描述了某人或某物很容易受到伤害或威胁的一种属性。脆弱的同义词

往往是 “手无寸铁的”“虚弱”“易受感染 (影响)的”“无助”等。人的脆弱性就表现为人在面对

伤害、疾病、衰老等苦难时的易感性。换言之,人的脆弱性就是指人很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苦难的

影响。这一基本含义揭示了脆弱性的两个要素:一个是外在的苦难①;一个是内在的易感性,而易

感性又暗含了应对能力的缺乏。作为肉体性和社会性的存在者,人类必然会面临诸如疾病、衰老、
死亡等不可避免的苦难。在这些苦难面前,应对能力越强,脆弱性越弱。例如,当同样被暴露在疾

病环境时,老人和孩子更容易被感染,而抵抗力强壮的人则不容易致病。这种应对能力既受制于人

的内在的身体机能,也受制于他能够利用的资源,享有较多资源的人在面对疾病状态时的应对能力

较强,脆弱性也相对较小。因此,脆弱性就表现为 (应对)能力的缺失或减少。
生命伦理学,包括生物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们,对脆弱性问题的关注较

多。其中,在生物医学研究伦理领域,学者们围绕该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细致深入的研究。
概言之,生命伦理学对于脆弱性问题的讨论主要体现为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如何识别并保护脆

弱人群。在脆弱性概念还未成为生命伦理学文献中的核心词汇时,《纽伦堡法典》(1947年)就清

楚地将保护参与研究的受试者免受伤害作为自己的目的。② 《贝尔蒙报告》(1979年)提出了适用

于生命伦理学而不仅仅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三条基本伦理原则,即尊重人、有利和公正。《贝尔

蒙报告》在阐释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运用这三条原则时,将脆弱性视为一个必须被纳入伦理考量的因

素。③ 在解释尊重人的原则时,报告指出这一原则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
另一个是给予那些自主能力受限的人 (脆弱人群)以特殊的保护。在解释公正原则的应用时,报告

特别强调研究不能加重脆弱人群原有的负担等。《贝尔蒙报告》在识别脆弱人群时提到两个主要特

征:其一,在参与研究时,缺乏表达同意的能力。例如,儿童由于其理性能力发展不完善,无法给

出真实有效的知情同意;精神病患者丧失了理性能力,因此也无法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实验。其二,
容易受到剥削和压迫。如穷人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参加实验所获得的正常补偿对他们而言很可能变

成 “诱惑”,因此,他们更容易被招募为实验对象,他们实际的同意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同样,犯

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很容易在胁迫或诱惑下同意参加实验,因此,他们的同意能力也是

受到阻碍的。由此观之,在 《贝尔蒙报告》中,脆弱人群就是指那些知情同意或自主能力受到限制

的人。这种关于脆弱性的解释为生命伦理学中对脆弱性的理解奠定了基调。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

会关于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从2002年版开始将脆弱性作为一条独立的伦理指南。
该指南在解释脆弱性时,将脆弱人群界定为那些相对 (或绝对)无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人。这些人

群既包括那些由于内在原因导致相对或绝对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人,也包括那些由于外在原因导致

他们没有充分的资源和能力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人,比如那些生活条件恶劣、被社会边缘化、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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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处于依赖关系中的人群,等等。综合观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脆弱性,都最终表现为

自主能力的消减。这些文件制定了知情同意作为主要的保护措施,引起了随后在更广泛意义上对脆

弱性的理解。当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招募这些特别脆弱的个体或群体作为受试者时,研究人员和相

关机构需要给予其额外的保护。
2001年,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根据脆弱性的不同来源提出了六种类型的脆弱性,分

别是认知脆弱性、机构脆弱性、遵从脆弱性、医疗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① 这六种脆

弱性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与之相关的脆弱性主体的自主能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主体自身内在

的原因或者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因素令他们无法自主表达真实意愿,进而无法给出完全的

知情同意。
 

基普尼斯也提出一种分析框架来区别不同类型的脆弱性以及造成脆弱性的环境。② 他对

脆弱性的理解同样是以自主性为参照的。他在阐释特殊环境 (如经济、制度或社会)使个体变得脆

弱时强调这些环境因素或者是令个体的同意变得无效,或者是减弱了他们做出同意的能力。通常来

说,个体可以保护他们自己,但有时候一些环境因素使得他们无法保护自身。如果能够消除这些限

制性条件,自主个体将重新获得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在露娜看来,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相关讨论预设了一个理想的受试者,即他是被充分告知且理

解相关信息的、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以及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者。③ 脆弱性是这种理想的反

面,一般来说,脆弱性与无法控制和丧失力量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我们无力应对困境,无法掌控

自己的生活,预示着一种悲惨的生活状态。人们通过考察个体是否具有完备的自主能力来识别脆弱人

群,与之相应,保护脆弱人群的关键措施就在于帮助他们恢复或提升自主能力。由此观之,在主流的

生命伦理学中,人们对于脆弱性的理解是在自主性框架下进行的,脆弱性表现为自主性的消减。

二、质疑和挑战

在自主性框架下理解脆弱性,将其视为自主性的削弱或丧失这一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其

中以生命伦理学家滕·哈维的质疑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脆弱性不可能在以个人自主为主流声音的

生命伦理学视阈下得到充分理解。这种语境预设了个体具体自主性,自主性仿佛成了一道门槛,那

些自主能力受到限制的人被视为脆弱人群。这种理解,一方面,忽视了所有人类都具有脆弱性的事

实;另一方面,将脆弱性归结为个人自主的缺失,容易导致人们忽视造成脆弱性的环境因素,淡化

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外在环境应该为此承担的责任。
(一)忽视普遍脆弱

目前,生命伦理学关于脆弱性的研究主要以特殊的脆弱人群为对象,在自主性消减的意义上理

解这些人群的脆弱性。以研究伦理为例,“保护脆弱人群”原则主要适用于那些不能运用知情同意

保护自身权益的人。换言之,脆弱人群既包括由于外在原因导致自主选择受限的人,也包括内在的

自主能力消减的人。对于具备完全自主能力的个体而言,主流的观点认为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主

能力,运用知情同意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那些自主能力受损的特殊脆弱人群则需要我们采

取额外的保护措施,防止他们的权益受到不当侵犯。概言之,生命伦理学中的脆弱性问题集中表现

为识别并保护特殊的脆弱人群。在这种研究范式和背景下,许多生命伦理学家主张生命伦理学对脆

弱性的理解不应该扩展到人类普遍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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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哈维不赞同当前生命伦理学对脆弱性的理解。他指出:“由于强调个人自主性,脆弱性的

生命伦理学框架很难接受脆弱性是人类普遍特征的哲学观点。”① 在自主性匮乏的意义上理解脆弱

性,强调保护特殊脆弱人群的主张容易忽视人类普遍的脆弱性。而这种普遍的脆弱性是不可消除、
不可回避的,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构成人的本质不可缺少的要素。主流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在阐释脆

弱性的内涵时以自主性为参照,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首先预设正常的个体具有自主性。当自主性消减

时,脆弱性就凸显出来了。该观点蕴含的内在逻辑是:自主性是在先的,自主的状态是正常的状

态,当自主性消减时,个体就表现出脆弱性,由此,脆弱性是后天的。然而,这一理论预设与人类

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不相符的。在滕·哈维看来,生命伦理学中的脆弱性概念之所以限定在自主性框

架中,强调对特殊脆弱人群的保护,主要是由于生命伦理学有一种 “务实的兴趣”(pragmatic
 

in-
terest):如果不能具体说明脆弱性的伦理概念或尊重人类脆弱性的原则要求采取什么行动或承担什

么义务,那么这一概念和原则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很多学者拒绝将普遍的人类脆弱性纳入生命伦

理学的一个主要顾虑。在他们看来,如果每个人都是脆弱的,那么脆弱性就成为一个实际上无用的

概念。诚如施罗德等人所言:“有人认为,脆弱人群的范围扩大到如此广泛,几乎每个人都包括在

内。因此,为真正脆弱群体提供的特殊保护正在丧失。”②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那些真正处于困

境中的人则不可能被优先照顾。可以说,“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这一论断既准确又危险。赫斯特也

主张,如果将脆弱性与人类状况联系起来,那么它就 “不能为特殊保护提供理由”③,所以关于脆

弱性的定义必然是一个限制性的定义。更糟糕的是,人类普遍的脆弱性观点可能倾向于将脆弱性正

常化,进而导致人们对那些本来可以减少或消除的脆弱性、由于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脆弱性失去敏

感性,采取默认的态度。
与之相反,滕·哈维试图挖掘这种普遍脆弱性的积极意义。他指出,将脆弱性理解为自主性的

匮乏会导致脆弱性成为一个完全消极的概念,一个要被克服和消除的特征。事实上,脆弱性是作为

社会性存在的人共同享有的特征,这个特征并不必然是消极的,它构成人的存在本身,是一个积极

的概念。人类意识到自身不可消除的脆弱性,为了保护人类免受灾难的威胁,人们展开合作,彼此

互助。人类内在的、不可逃避的脆弱性与人的自由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脆弱性不仅不应该被理解为

自主性的缺失,相反,它是自主个体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共济原则的价值基础。滕·哈维指出:
“脆弱性表明人类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以及人类对彼此承担的道德责任。”④脆弱性不仅仅是个人特征,
更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是人类团结合作的基础。

(二)淡化社会责任

滕·哈维质疑在自主性框架下阐释脆弱性理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在脆弱人群中,只有一部分人

的脆弱性表现为自主能力的缺失或消减,另一部分人的脆弱性则表现为自主能力的运用受限,而这

种限制是由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在滕·哈维看来,只要造成和强化脆弱性的环境因素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阐释乃至批判,生命伦理学对脆弱性的回应终究是有限的。
滕·哈维指出,以自主性为参照理解脆弱性容易导致一种刻板印象,即:个体的正常状态应该

是自主和独立的,脆弱性仅关乎个人的事务。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因素尽管会加剧个人脆弱

性,但也只是间接相关的。只有当这些条件造成个体内在的无能时,个体才会表现出脆弱性。滕·
哈维担心这种对脆弱性的理解会令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比如剥削现象)变成个人问题而非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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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做出相应改变和回应的问题。例如,无家可归、贫穷会被视为个人不

努力的结果,他们是那些没有抓住机会去改善自身处境的人,而不是不幸的人。贫穷是坏的选择的

结果,这种结果需要由个人来负责。笔者认为,滕·哈维的这种顾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且必要

的。例如,在讨论代孕问题时,支持商业化代孕的人们主张,在代孕行为中,代孕母亲基于其身体

自主权,自愿签署代孕合同,由此获得了 “丰厚”的报酬。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一次代孕的收入相

当于其家庭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收入,这对于改善代孕母亲的脆弱处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禁止

商业化代孕反而会剥夺贫穷家庭改善家庭状况的机会。在此,我们看到,这种支持的态度忽略或无

视社会环境在造成贫困并导致一些贫困妇女被迫选择代孕来维持生活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立

场背后的逻辑正是滕·哈维竭尽全力要去揭示和批判的。
滕·哈维尤其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脆弱性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造成

很多种类型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不应该由个体负责,而应该由政府或国家甚至是国际性机构、组

织来负责。如果我们按照主流生命伦理学家的观点,在自主性消减的意义上来理解脆弱性,那就会

让人们误以为导致这些脆弱性的原因是个人自主能力的缺失,脆弱性变成一个只关乎个体的事务,
而忽略了政府或国际组织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这些脆弱性所揭示的是权力、资源分配的不公

平,因此与正义问题相关。舒克伦克等人在批评脆弱性原则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指出,人

们在讨论贫穷国家艾滋病患者的脆弱性时首先想到的是艾滋病患者的脆弱性特征,即质量低下的寿

命和即将到来的死亡风险,但却忽略了造成和强化艾滋病患者脆弱性的环境因素,如糟糕的生活环

境、受专利保护的昂贵药物等。①

三、回应挑战

滕·哈维的批评和努力为我们反思生命伦理学中的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同时也引起

更广泛的争论。关于生命伦理学是否应该接纳一个广义的、普遍脆弱性②概念至今仍然充满争议。
笔者认为,生命伦理学需要一种整全的脆弱性理论,一个既能够揭示人类本体存在状况的广义脆弱

性,又能兼顾保护特殊脆弱人群的狭义脆弱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在自主性框架下

理解脆弱性的传统模式,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自主性的内涵。
(一)整全的脆弱性理论

生命伦理学关注生命科学技术给人类生命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必然重视人的肉身,而脆弱性正

是人类肉身最普遍的特征,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持存状态。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广义的脆

弱性可以成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接纳并承认广义的脆弱性不仅不是 “无用”,反而可以为生命伦

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在生命伦理学中,脆弱性问题从其被关注之初就与特殊的脆弱个体或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诚

如滕·哈维所言,这种现象与生命伦理学 “务实的兴趣”紧密相关。例如,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

究中,脆弱性理论应指导研究人员的实践,帮助研究人员识别谁是特殊的脆弱个体或群体,进而决

定采取何种措施保护他们。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分支,生命伦理学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问

题的途径。就此而言,“实用”是这门学科的内在特征,前述狭义的脆弱性解释和研究路径对于推

进医学研究和临床试验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狭义的脆弱性理论也逐渐表现出

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认知障碍患者往往会被贴上脆弱人群的标签,为了 “保护”脆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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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策略是将其排除在受试者之外,除非满足了非常严格的招募标准。鉴于此,相关的研究在招

募受试者时会受到各种限制,这些限制在保护脆弱人群的同时也阻碍了研究的进展。更重要的是,
由于缺乏实验数据,相关的福利政策可能无法覆盖这些人群。这种模式在保护脆弱人群的同时也排

除了他们受益的可能。瑞斯等人认为,接纳并以广义的脆弱性为基础,生命伦理学将能够走出这种

困境。① 例如,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完全无法理解或不能充分理解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往往被

视为认知受损人群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利兹等人的研究则表明,这种认知 “障碍”其实是普遍存在

的,而不是某些人群的特有性状。② 因此,研究者在设计研究方案时,不能将脆弱性仅仅视为某些人

群的缺陷或特性,而应该将所有潜在的受试者都视为脆弱人群。例如,研究者在设计知情同意书的内

容和形式时,应该从承认或预设所有人都具有认知障碍这一脆弱性出发,研究如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和形式替代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概言之,广义的脆弱性也可以具有 “实用性”。
另外,生命伦理学在 “务实”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人类的终极关怀。脆弱性是人类的普遍特

征,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命运,这是我们思考脆弱性问题时需要首先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讨

论脆弱性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更是理解个体生命和构建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维度。随着全球

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脆弱性的体验与日俱增。当新的传染病在全球迅速蔓延时,每个人都有可能

受到疾病的侵害。脆弱性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在全球化过程中,诸如传染病防治这样的问题已经不

是某个国家或政府单独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应付的,而是需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在一个多元社会

中,人类普遍持存的脆弱性在道德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强化了共济的价值。它要求我们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通过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氛围和正义的制度框架来应对人类的脆弱

性。在长期以来以尊重自主性为主流价值观的生命伦理学领域,尊重脆弱性原则的提出意味着一种

话语转向:生命伦理学不再仅仅强调对个人选择和自主性的尊重,它更应该强调关怀和保护。
生命伦理学需要一种整全的脆弱性理论。一种整全的脆弱性理论要求我们既能够清醒地意识到

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脆弱性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同时又能敏感地认识到有些人特别的脆弱。广

义的脆弱性强调人类既是肉身的存在又是社会性的存在,所有人都是脆弱的和相互依赖的,都有可

能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环境的伤害。狭义的脆弱性强调特殊的情境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正因为所有人都具有被伤害的可能性,都是脆弱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才会使得有些人沦为特殊的脆弱人群。狭义的脆弱性也构成广义脆弱性的认识途径。诚如麦金泰

尔所言:“那些已经不再是小孩的人在小孩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那些现在还未因年龄增长变得无

能的人在老人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将来,那些现在没有患病或受伤的人在病人和伤者身上看到了自己

过去经常和将来可能的状态。”③ 我们在特殊的脆弱人群身上看到,“他们”可能是过去、现在或未

来的 “我们”。
(二)重释自主性

滕·哈维正确地揭示并强调了社会环境在改善脆弱人群处境时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

务。但是,滕·哈维的批评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理解脆弱性时不应该以自主性为参照呢? 笔者对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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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质疑。与其说滕·哈维是在对主流的脆弱性理论进行批评,不如说他的批评对象是个人自主理

论,确切地说,是个人主义自主理论。在笔者看来,通过重新解释自主性的内涵,脆弱性概念依然

可以在自主性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同时也避免出现滕·哈维的前述担忧。
个人主义的自主理论将个体刻画成原子式的个体,个体越独立、与他人越分离便越具有自主

性,自主性总是与自我决定、独立、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只

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自主决策强调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包括来自家人、朋

友及其他社会权威的影响等。自主决策完全是个人的事务。在这种自主理论中,个人是独立的、自

足的,同时也是孤独的。纵观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这种个人主义的自主理论推动了包括隐私等

重要价值在内的病人权利运动的发展,在反对医学家长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伴随着这种个人主义的自主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其内在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批评者们指出,
个人主义的自主理论错误地理解了 “自我”,忽视了真实决策的复杂性,因此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临

床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例如,在印度商业化代孕产业以及器官交易活动中,充当代孕母亲和出卖

器官的人无一例外都是穷人,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个体的自主决定,这些脆弱人群将会因为他们的

“自主”决定被抛向更加无助的处境。
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对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自主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原子式的自主理论预

设了个体具有自主性,个体是独立的,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强调尊重个体的

自主选择。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是一个 “神话”①。脆弱性研究的相关成果越来越清晰地

揭示出,脆弱性才是人的本体存在状态,是不可回避的,生而具有的。因此,脆弱性是在先的,自

主性则是后天逐渐发展的。脆弱性是必然的,自主性是偶然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在批判传统个人

主义的原子式自主理论的同时,没有主张放弃自主性概念,而是尝试重新解释自主性的内涵,提出

了 “关系自主”概念。② 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自主性依赖社会和文化条件,个人能力和自主性的发

展与他人紧密相关,自主能力的发展、完善和运用都离不开环境和他人,个体的自主性是在相互交

往中获得和维持的。换言之,自主性是关系性的,依赖于社会性。正如卢克斯所说:“社会学认识

则揭示出社会是个人不可简化的构成要素,它对塑造个人有着决定性的深刻意义。他的独特的人的

属性,甚至他实现自主性和自我发展的才能 (当然也包括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会决定

的。”③ 自主性从来都不是给予的,不是确定的,而是一个需要去获得的目标,是经常会受到威胁

的。鉴于这种认识,女性主义者们在建构关系自主理论时特别注意社会环境对个体自主性的影响,
并对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在他们看来,当个体由于他所处的环境、关系

而变得脆弱时,这些决定性的条件就应该被社会正义理论纳入考量。
关系自主概念本身也遭到诸多质疑。例如,有批评者指出,该理论只是对个人主义自主性的一

种批评,自身缺乏建构性的积极意义。另外,关系自主概念是一个大杂烩,它吸收了女性主义、社

群主义以及家长主义等理论资源,缺乏一个界限分明的定义。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 “一种不

同的声音”,关系自主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例如,在生命伦理学领域,
人们从关系的视角理解自主性并逐渐发展出不同于传统知情同意原则的共同决策理论,安宁疗护等

事业也在该理念的影响下得到快速的发展。其实,早在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提出和不断

发展生命医学伦理原则时,他们就敏锐地注意到自主性概念的复杂性,并在阐释尊重自主性原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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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了女性主义 “关系自主”的合理成分。① 因此,在笔者看来,滕·哈维之所以反对在自主性框

架下理解脆弱性,担心这种对脆弱性的阐释会淡化社会责任,是因为他在狭隘的意义上理解自主

性。如果我们在关系自主的意义上理解自主性,就不需要放弃在自主性框架下解释脆弱性,同时也

不会淡化社会、政府或他人等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笔者也承认,关系自主概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

厘清,关系自主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由此,它将在生命医学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指导意义。
脆弱性与自主性的关系不是绝然对立、相互排斥的。在人类真实的实践生活中,既不存在纯然

脆弱的人,也不存在绝对自主的人。现实的人类总是既自主又脆弱,真实的人类生活总是处于自主

性与脆弱性的相互纠缠中。脆弱性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是它的消极性,即无能和软弱。人类社会的

发展也因此被描绘成一个 “祛弱”的历程,抵抗脆弱性似乎成了唯一的回应方式。这种与脆弱性进

行对抗的斗争思想很容易让我们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人类可以变得不再脆弱。现代医学

中过度使用生命维持技术、不惜代价延长生命的 “拯救”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脆弱性的研究在

揭示这一幻想的同时,主张首先承认并接纳脆弱性。自主性是构成人性的本质特征,但脆弱性也是

人性不可或缺的要素。脆弱性永远不可能消除,否则人性也将不复存在。脆弱性是人类的正常状

态,正是从脆弱性出发,人类团结、合作并建构责任和义务,从脆弱状态不断发展到自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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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vulnerable
 

groups.Critics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is
 

traditional
 

model,
 

arguing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vulnerability
 

in
 

terms
 

of
 

autonomy
 

in
 

bioethics
 

not
 

only
 

ignores
 

the
 

uni-
versal

 

vulnerability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tends
 

to
 

dilu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n
 

fact,
 

in
 

real
 

human
 

life,
 

autonomy
 

and
 

vulnerability
 

are
 

always
 

entwined,
 

and,
 

on
 

the
 

basis
 

of
 

a
 

correct
 

under-
standing

 

of
 

autonomy,
 

we
 

can
 

still
 

interpret
 

vulner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autonomy.Bioethics
 

re-
quires

 

a
 

holistically
 

and
 

adequately
 

theorized
 

conception
 

of
 

vulnerability
 

that
 

embraces
 

the
 

universal
 

vulnerability
 

of
 

human
 

beings
 

while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popul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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